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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关注政策如何塑造政治的政策反馈研究逐
步成为政策过程研究的重要子领域。尽管公共政策对大众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
响受到广泛关注，但是现有研究发现大众反馈效应的程度及其方向存在显著差
异。论文提出一项新的分析框架，指出大众反馈效应会随着政策类型、分析角
度、福利状态、关注议题和国家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对近３０年来国际上１１０
项实证研究中５４９个效应量进行元分析发现：在政策类型方面，分配型和建构
型政策的平均效应量大于再分配型政策和管制型政策的平均效应量。在分析角
度方面，相比“政策投入”，基于“政策参与”和“政策变迁”发现的反馈效
应更突出。在福利状态方面，论文引入“负向偏误”理论揭示出福利削减会产
生比福利增加更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在关注议题方面，分析结果未表明政策对
个体政策态度、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分析结果也
未支持国家情境的影响。另外，论文重点总结了亟待推进的两个研究方向：以
福利削减为主题和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论文有助于增进学界对大众反馈效应
及其影响因素的系统认知，深化对政策的政治效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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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识别并评估政策的政治效应及其对未来决策的影响已成为公共行政和政策
过程研究的重要方向。相较于经济学、社会学对政策的经济与社会效应的关注，
公共政策领域中的政策反馈理论（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Ｔｈｅｏｒｙ）关注政策的政治效
应。自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以来，Ｐｉ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３）和Ｓｋｏｃｐｏｌ （１９９２）等学者明
确提出“政策反馈”概念，即“政策影响政治，进而影响未来决策的过程”。
之后，学者们相继提出并发展政策反馈的框架机制（Ｍｅｔｔｌｅｒ，２００２；Ｓｏｓｓ，
１９９９；Ｓｏｓｓ ＆ Ｓｃｈｒａｍ，２００７），探讨反馈效应的作用对象、作用机制、作用方
向、作用结果和影响因素等内容。根据作用对象划分，政策反馈效应主要影响
四类主体：政治精英、官僚群体、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其中，大众反馈效应，
即公共政策对普通民众认知、态度、偏好和行为的影响，是最为普遍的政治后
果（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１９）。因此，探究大众反馈效应已成为近年来
国际上政策反馈实证研究的主要方向。

研究大众反馈效应的学者们已经就诸多方面达成相对一致的认识，这包括
反馈效应为何发生（政策信号发送和政策资源分配），如何发生（阐释和资源效
应），主要影响因素（政策能见度和政策邻近度），对目标群体的影响及其作用
方向（正反馈和负反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１９；Ｓｏｓｓ ＆ Ｓｃｈｒａｍ，
２００７）。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中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例如，政策并非
总会产生大众反馈效应（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２０１７；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Ｊａｃｏｂｙ，２００３），即
使形成，其强度和方向也各有差别（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Ｊａｉｍｅ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２０１３）。此外，基于不同政策领域的实证研究在关注的政策类型、分析
角度、福利状态、关注议题和国家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然而，对于这些差
异如何影响大众反馈效应的深入讨论仍然较少。

近３０年来，国际公共管理和政治学领域的大众反馈实证研究日益丰富，这
为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方法（元分析，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全面梳理既有研究并回答上
述问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遵循ＰＲＩＳＭＡ （即系统综述与元分析报告首选项目，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原则将国际
上发表的１１０项实证研究的５４９个效应值纳入分析范围。接着运用聚类－稳健
方差估计（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ｏｂｕｓ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系统检验大众反馈效应以及５组调
节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分析角度和福利状态是影响大众反馈效应估计
的关键因素，但并未支持政策类型、关注议题和国家的影响。论文重点总结目
前研究较少的领域：以福利削减为主题和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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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中国学界分析大众反馈效应兼具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首先，
区别于其他经典的政策过程理论，政策反馈理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强调
“国家行动”和“时间政治”在政策过程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大众反馈
研究重视探究塑造个体态度与行为的“政策外因”，呼应了近年兴起的行为公共
政策研究范式（郭跃等，２０２０；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再次，大众反馈研究关注
“宏观制度—微观政治—政策变迁”的发生逻辑，旨在揭示“政策遗产”对政治
系统和政治环境的长期影响。最后，开展大众反馈效应研究可以深化对“以人
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内涵的理解，凸显出宏观政策与制度安排形塑
民众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综上，系统阐述政策反馈理论，推动大众反馈实证
研究正当其时。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大众反馈效应形成机制以及５组调节
因素的影响。第三部分介绍基于ＰＲＩＳＭＡ原则的文献搜集和数据处理过程。第
四部分呈现元回归分析结果。第五部分讨论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以及对未来大
众反馈实证研究的建议。

二、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

（一）公共政策的大众反馈效应
政策反馈是指“政策对政治与行政过程产生的影响”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

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与经典政策过程理论（如政策扩散、多源流理论、倡导联盟框
架、间断均衡理论）将政策视为政治过程的结果不同，政策反馈理论强调政策
是政治过程的重要输入，对塑造政治环境与政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Ｌａｒｓｅｎ，
２０１９）。政策反馈研究最早源于Ｓｃｈａｔ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１９３５）对关税的研究，他提出
“新政策会创造新政治”。此后，Ｌｏｗｉ （１９７２）基于政策类型学划分认为“不同
类型的政策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动员模式”。Ｈｅｃｌｏ （２０１０）从政策学习视角解释
先前政策及其后果对未来决策的影响。Ｐｉ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３）是最早明确提炼“政策
反馈”概念的学者，他将其定义为“政策影响政治进而影响未来决策的过程”。
之后，Ｍｏｙｎｉｈａｎ和Ｓｏｓｓ （２０１４）等学者进一步将“政策反馈”的应用范围从政
治领域扩展到行政领域。目前，政策反馈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政策对公
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塑造，对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影响，
对社会问题认定与政策议程建立的影响，对政府机构及其治理形式的影响。其
中，大众反馈效应成为国际上近几十年来实证研究的主要方向（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２０１２）。国际期刊上大众反馈研究的发表量正逐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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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反馈效应是指公共政策对民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塑造效应。Ｐｉ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３）首先提出政策通过阐释效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和资源效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影响民众。Ｍｅｔｔｌｅｒ （２００２）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大众反馈框架：政策设计
与执行中的制度安排和资源分配会通过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民众的政治态
度与政治能力，进而影响其政治参与。具体而言，阐释效应是指政策通过媒介
宣传或者符号互动向民众传递政治信号，促使其形成对自身、他人、政府机构
以及政策本身的认知与态度。阐释效应主要源于政策设计本身，包括设定的程
序或规则，使用的政策语言和叙述方式以及各类符号和象征标志等。资源效应
是指政策通过分配政策资源来增强或削弱民众的参与能力。政策资源一方面提
供政治激励，提高民众参与政治的意愿和技能；另一方面抵消参与成本，降低
民众参政议程的门槛和负担。例如，通过美国《退伍军人权力法案》 （Ｇ． Ｉ．
Ｂｉｌｌ）接受大学教育的越战老兵在社区治理的各方面表现更为活跃（Ｍｅｔｔｌｅｒ，
２００２）。

（二）调节大众反馈效应的主要因素
尽管学界已开展丰富的大众反馈实证研究，但尚有两大问题有待澄清：一

是现有研究并非总能发现大众反馈效应的发生（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２０１７；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Ｊａｃｏｂｙ，２００３），二是支持大众反馈效应的实证研究的效应量方向和大小存在
显著差异（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１９；Ｍｅｔｔｌｅｒ ＆ ＳｏＲｅｌｌｅ，２０１８）。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反
馈效应的形成、方向与程度？虽然学界普遍认为高政策能见度，即政策成本与
收益分配的能见程度和邻近度，即政策直接影响民众的可能性，是形成大众反
馈效应的关键（Ｓｏｓｓ ＆ Ｓｃｈｒａｍ，２００７），但对于影响这些特征的深层因素，现有
研究讨论不足。本研究根据现有研究推断，大众反馈效应的形成、方向和程度
并非随机发生，而是受诸多因素系统地影响所致（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Ｌａｒｓｅｎ，
２０１９），例如政策类型、分析角度、福利状态、关注议题和国家背景等。接下来
详细讨论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式。
１ ． 政策类型与大众反馈效应
根据Ｌｏｗｉ （１９７２）的政策类型学框架，公共政策可划分为管制型、分配型、

再分配型和建构型四类。其中，管制型政策涉及政府采取强制手段直接限制个
人行为，如控烟政策（Ｐａｃｈｅｃｏ，２０１３）和移民管理（Ｃｒｕｚ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分配型政策直接面向特定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例如公共教育（Ｂｒｕｃｈ
＆ Ｓｏｓｓ，２０１８）和就业服务（Ｇｉｎｇｒｉｃｈ ＆ Ａｎｓｅｌｌ，２０１２）；再分配型政策旨在有计
划地将财富、收入、财产和权利在社会各阶层和团体之间进行转移性分配，例
如美国的《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改法案》，以下简称ＡＣＡ）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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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保障体系（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建构型政策致力于塑
造政治议程、权力结构以及社会规范，例如创设女性警局和鼓励性别平等
（Ｃóｒｄｏｖａ ＆ Ｋｒａｓ，２０２２；Ｄｒｕ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不同类型政策的反馈效应会存在差异。首先，相比其他政策，管制型政策
最直接地展现公共政策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而政策的强制干预会诱发民众强烈
的情绪和态度变化（Ｄａｖｉｓ，２０２１）。其次，再分配型政策涉及资源再分配，通
常是从有产者流向无产者。这类政策经常引发利益受损群体和受益群体间的争
论或冲突，并激发他们的政治参与（Ｊａｃｏｂ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例如，围绕ＡＣＡ的
存废之争长期是美国两党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Ｍｅｔ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最后，
相对而言，分配型政策和建构型政策实施后缺乏明确的受益者和受损者。而且，
塑造权力结构和制度规范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影响。因此，相比管制型政
策和再分配型政策，分配型政策和建构型政策的反馈效应可能更弱。
２ ． 分析角度与大众反馈效应
现有实证研究从三个视角探究政策反馈对民众的影响。一是政策参与效应，

研究微观层面上直接接触政策的经验如何影响民众的态度和行为（Ｂｕｓｅｍｅｙｅｒ ＆
Ｇｏｅｒｒｅｓ，２０２０）。二是政策投入效应，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投入程度
或结构，来研究政策如何影响民众的态度和行为（Ｌｉｎｄｈ，２０１５；Ｍａｌｔｂｙ，
２０１７）。例如，Ｇｕｏ等（２０２３）研究表明城市间电子政务的发展差异会影响疫情
期间民众对健康码的接受度。三是政策变迁效应，通过运用基于因果推断的准
实验或实验设计去识别政策调整或新政策实施对民众的政治影响。例如，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１）使用双重差分法发现２０１５年施行的“医闹入刑”政策重塑了医患
关系。

虽然上述三种研究角度均能揭示大众反馈效应的存在，但是研究焦点和方
法差异可能会导致反馈效应的显著差异。首先，与关注宏观层面政策投入或政
策变迁的影响相比，从微观角度考察个体的政策参与经历对其态度和行为的影
响更为直接。在反馈效应的链条中，政策投入和政策变迁处于后端环节，影响
发生需经过较长机制。其次，与政策投入效应相比，政策变迁效应因更高能见
度和更优识别方法而更显著。一方面，民众和媒体更关注直接影响切身利益和
社会福利的政策事件。另一方面，基于政策变迁的实证分析常使用倾向值匹配、
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法和实验等因果推断技术（Ｌü，２０１４；Ｒｉｅｋｈｏｆｆ，２０２１），
有助于解决另两类研究中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
问题，提供更精确的政策反馈效应估计。
３ ． 福利状态与大众反馈效应
福利经济学认为，个体福利包括主观感觉满意和客观状况良好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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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６７）。政策干预会导致个体福利发生三类变化：福利削减、福利维
持（不变）和福利增加。这些变化既关乎个体主观感受，也涉及客观状况。福
利削减，在主观上体现为个体认为自身状况恶化，在客观上涉及宏观上政府削
减福利支出，终止福利项目，以及微观上失去福利资格，经历司法处罚（Ｊａｃｏｂ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Ｊａｃｏｂｓ ＆ Ｍｅｔｔｌｅｒ，２０１８）。相反，福利增加，在主观层面是指个体
认为政策实施对自身有益，在客观层面表现为宏观上政府增加援助、救济和社
会保障支出，实施新的福利项目或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等，以及微观上个体获得
政策资源支持或者福利待遇资格（Ｂｒｕ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Ｉｍ ＆ Ｍｅｎｇ，２０１６）。福
利维持，常见于庇护政策（Ｎａｇａｙｏｓｈｉ ＆ Ｈｊｅｒｍ，２０１５）、禁烟政策（Ｖａｎｎｏｎｉ，
２０１９）和各类非福利性社会支出领域（Ｄｅｌｌｍｕｔｈ ＆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２０１８）。个体主观
上不认为自己受益或受损，客观上也非直接受益者或受损者。

政策引起的福利状态变化是导致大众反馈效应差异的深层原因。首先，从
资源机制看，相比于福利维持，引起福利增加或削减的政策更能显著激发民众
的态度与行为变化。研究发现，福利增加会促使民众支持相关政策，并通过参
与政治活动促使其延续或强化，形成“路径依赖”式正反馈循环（Ｊａｃｏｂ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反之，导致个体福利削减的负面政策经历（例如，失去福利资格、被剥
夺福利收益）会引起民众对政策产生负面看法，降低政治参与意愿和参与水平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相较而言，不影响民众福利状况的政策较难产生显著反
馈效应。

其次，福利增加与削减引发的反馈效应存在不对称性。虽然期望效用理论
认为正面和负面信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程度相同但方向相反（Ｔｈｕｒｓｔｏｎｅ，
１９３１），但是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往往更关注事件的消极方面而非积极方面
（Ｊｏｒｄａｎ，１９６５；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 Ｔｖｅｒｓｋｙ，１９７９）。额外一单位的负面刺激对心理的
影响超过同等量的正面刺激（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１；Ｈｏｎｇ，２０２０）。因此，在同等程度
刺激下，负面事件的主观影响更强。这种“负向偏误”（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ｙ Ｂｉａｓ）心理意
味着相同程度的福利削减比福利增加会引起更强烈的情绪反应（Ｒｏｚｉｎ ＆
Ｒｏｙｚｍａｎ，２００１）。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失去最低生活保
障资格比获得资格更能引起民众显著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参与变化。因此，福利
维持、福利增加和福利削减形成的大众反馈效应程度依次递增。
４ ． 关注议题与大众反馈效应
大众反馈实证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核心变量：政策态度、政治态度和政治参

与。政策态度关乎民众对特定政策的评价，例如对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对社
会保障私有化、延迟退休以及政府福利支出等的支持程度（Ｂａｒａｂａｓ，２００９；
Ｂｕｒｌａｃ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政治态度是指民众对政治的一般性心理倾向，包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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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参与意愿、政府信任和政党支持等（Ｆｏｒｄｉｎｇ ＆ Ｐａｔｔｏｎ，２０１９）；政治参
与是指民众在政治活动中的具体行为，如选民登记、投票、参与政党、政治捐
款和政治联络等（Ｍｅｔｔｌｅｒ ＆ Ｓｔｏｎｅｃａｓｈ，２００８；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２０２１）。

关注议题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反馈效应差异的重要原因。首先，政策反馈对
个体政策态度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而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较弱。因为大众反馈
效应包括直接和间接（溢出）效应，后者通过政策态度或政治态度影响政治参
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政策态度到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资源和阐释
效应可能逐层减弱，导致对距离较近的政策态度的影响更明显，而对距离较远
的政治参与的影响较弱。其次，相对于政策态度，较为稳定的政治态度受反馈
效应影响更小。政治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政治心理成熟后，其意识形态和
政治价值观相对稳定，不易受外界环境变化影响（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相比之
下，政策偏好可能根据经验动态调整。最后，与态度相比，个体的政治行为可
能更难改变，因为它受习惯、资源、制度等因素制约，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
惯性（ＭｃＢｒｏｏｍ ＆ Ｒｅｅｄ，１９９２）。因此，在类似条件下，大众反馈效应在政治行
为方面表现得更微妙。
５ ． 国家与大众反馈效应
政策反馈研究在理论进展和现实影响下，常被视为过分集中于美国情境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１９）。这一现象一方面与历史制度主义在美国的兴
盛与发展紧密相关。自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来，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强调重新
“将国家带回”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关注国家行动对政治环境和决策的影响
（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在Ｐｉｅｒｓｏｎ、Ｓｏｓｓ、Ｍｅｔｔｌｅｒ、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ｏｎｙｈａｎ和Ｌａｒｓｅｎ
等学者的持续努力下，政策反馈理论逐步发展成熟。另一方面，研究重心偏向
美国也与其较为活跃的政治场域密切相关，这包括多样的政策实践（如Ｇ． Ｉ．
Ｂｉｌｌ和ＡＣＡ）、多元的政治主体（包括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大众媒体以及普通
民众）和广泛的参与形式（包括选举投票、政党活动、政治捐款以及志愿服务
和听证会等）。

近年来，围绕非美国情境的政策反馈研究日渐增多，如中国的免除学杂费
政策（Ｌü，２０１４）、德国的失业救济政策改革（ＨａｒｔｚＩＶ）（Ｆｅｒｖｅｒｓ，２０１９）以及
挪威的卖淫法案研究（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 Ｊａｋｏｂｓｓｏｎ，２０１１）等。这些研究突破传统界
限，推动政策反馈理论在更广泛领域应用。因此，系统探究不同国家背景下大
众反馈效应变得尤为重要。综上，本研究通过整合政策类型、分析角度、福利
状态、关注议题以及国家背景等多维度，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大众反馈分析框架
（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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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众反馈效应主要调节因素分析框架
注：图中虚线箭头表示划分出政策类型和福利状态的不同类别，实线箭头表示大众反馈效

应发生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数据和方法

（一）基于ＰＲＩＳＭＡ原则的文献搜集和样本选择
将元分析方法引入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首先，元

分析通过整合众多原始研究结果，能够克服单一研究可能存在的偏差以及识别
出影响理论发生的关键因素，为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和广泛适用性提供坚实证据
（Ｒｉｎｇｑｕｉｓｔ，２０１３）。其次，鉴于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和范式转
变，系统总结已有成果对于知识积累和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至关重要。而且，实
验和准实验方法的广泛应用增强了元分析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最后，作为一种
整合大量证据的研究方法，元分析为近年来兴起的“循证决策”提供了技术支
持，可以辅助管理者更好地制定政策。近年来，公共管理学者已开始运用元分
析方法进行系统性文献综述，讨论政府透明与公众信任（Ｗａｎｇ ＆ Ｇｕａｎ，２０２３）
和政府绩效和公民信任（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等主题。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元
分析在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也为相关领域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知识。

本研究严格遵循ＰＲＩＳＭＡ原则进行元分析数据搜集。Ｍｏｈｅｒ等人于２００９年
提出ＰＲＩＳＭＡ原则，是进行元分析时应优先报告的项目指南，旨在增强结果报
告的透明度和完整性（Ｍｏ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目前，该原则已广泛应用于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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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谷歌学术被引１１８９９９次）。如图２所示，本
文将详细阐述文献检索流程和样本选择标准。首先，在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使用“大
众（Ｐｕｂｌｉｃ）”和“政策反馈（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截至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共发现２６３７篇文献，筛选后排除了１９６７篇非公共管理与政
治学文献、６６篇非学术性文献，以及４６３篇非政策反馈研究。本研究关注个体
层面的大众反馈效应，因此排除区域层面研究。另外，文献需要提供足够的统
计信息，如样本量、ｔ值、ｚ值、ｐ值、卡方、偏回归系数等。最终选取６６篇合
格文献。为确保全面搜集文献，本研究采取了两种补充搜索策略：一是使用三
组关键词组合在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进行替换检索：“政治态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与“政策反馈（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政治参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与“政
策反馈（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以及“政策反馈效应（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Ｅｆｆｅｃｔ）”。遵
循前述标准筛选出２０篇相关文献。二是进行追踪检索（Ａｎｃｅ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通
过谷歌学术追踪合格文献的引用和被引文献，以及检查重要学者的相关文献。
同样按照筛选标准检查后新增２４篇文献。综合这两种策略，最终共有１１０篇符
合条件的文献进入元分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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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ＰＲＩＳＭＡ原则的文献搜集步骤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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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编码
１ ． 效应量
基于样本文献编码的效应量是进行元回归分析的基础。本研究根据文献报

告的统计信息估计大众反馈效应量（即Ｒ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ｓ）。具体而言，如果文献未
报告皮尔逊相关系数，本研究参考Ｒｉｎｇｑｕｉｓｔ （２０１３）和Ｃａｒｄ （２０１５）的方法计
算效应量。（１）若文献报告偏回归系数和标准误，则使用Ｔ统计量计算效应量；
（２）若文献仅报告参数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但未报告标准误，则使用与显著
性相对应的Ｔ统计量计算效应量，但需注意，这是对真实效应量的下限估计；
（３）若文献仅报告参数估计值，且既没有统计显著性信息也缺失标准误，则效
应量被编码为０。这同样是一种下限估计，实际的效应量可能更高；（４）若Ｚ
统计量可用，则使用Ｚ值计算效应量；（５）若文献报告优势比（ＯＲ）或风险比
（ＩＲＲ），则先计算Ｃｏｈｅｎｓ ｄ值，再据此计算效应量。

经过数据编码过程，本研究共搜集到１１０项研究的５４９个效应量。效应量的
范围为－ ０ ５０２ ～ ０ ６６２。其中，３６２个为显著正效应，３２个为不显著效应，１５５
个为显著负效应。这显示出不同研究背景下大众反馈效应的显著差异。考虑到样
本仅限于国际学术期刊文献，本研究使用漏斗图检验潜在的发表偏差。如图３所
示，漏斗图的不对称性，即正效应多于负效应，表明潜在的发表偏倚。漏斗图底
部边界附近的效应量可能与下限估计相关。另外，漏斗图还显示大量效应值的标
准误极小，这可能与大样本调查数据相关。除估计总效应量外，本研究还提取了５
组变量，包括政策类型、分析角度、福利状态、关注议题和国家，以探究这些调
节变量对大众反馈效应量的潜在影响。下面介绍每组变量的编码方式。

图３　 对称轮廓漏斗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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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调节变量
政策类型。本研究参照Ｌｏｗｉ （１９７２）对公共政策类型的划分，将所有研究

关注的政策编码为管制型政策、再分配型政策以及分配型政策和建构型政策三
类。基于再分配型政策的效应量占比约５０％，表明再分配政策是一个易于产生
反馈效应并受到广泛关注的政策领域。为探究不同政策类型对反馈效应的差异
影响，本文构建了两个虚拟变量：管制型政策和再分配型政策。分配型政策和
建构型政策则作为对照组。

分析角度。本研究编码了１１０项实证研究识别大众反馈效应的分析角度，
包括政策参与效应、政策投入效应和政策变迁效应。目前仅有１１％的研究聚焦
于政策变迁，可见政策变迁现象尚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考虑到政策参与和
政策变迁有更高的能见度和邻近度，本研究将政策投入作为对照组，分别为政
策参与和政策变迁构建两个虚拟变量。

福利状态。本研究编码了个体的福利状态变化情况，包括福利削减、福利
维持和福利增加。结果显示，仅有少量研究（约１４％）关注福利削减所引起的
反馈效应。鉴于不同福利状态可能导致的反馈效应差异，尤其是福利削减与福
利增加之间的不对称影响，本研究以福利维持为对照组，构建两个虚拟变量：
福利削减和福利增加。

关注议题。本研究细分了全部文献的关注议题，包括政策态度、政治态度
和政治参与。如表１所示，４３％的效应量关注政策态度，２６％的效应量关注政
治态度，３１％的效应量关注政治参与。为了对比直接机制与间接机制、态度与
行为之间的反馈效应差异，本文将关注政治态度的研究作为对照组，构建政策
态度和政治参与两个虚拟变量。

国家。本研究根据政策背景是否发生于美国进行编码，有２８９个效应量来
自美国，有２６０个效应量来自非美国，包括中国、巴西、德国以及其他非洲和
欧洲国家。为检验大众反馈效应研究是否过多集中于美国情境，本文将在非美
国背景下发现的大众反馈效应量编码为１，否则为０。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
见表１。

表１　 元回归中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ｎ ＝ ５４９）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效应量 ５４９ ０ ０２ ０ ０９４ － ０ ５０２ ０ ６６２

管制型政策 ５４９ ０ １６４ ０ ３７１ ０ １

再分配型政策 ５４９ ０ ５１５ ０ ５ ０ １

分配型和建构型政策 ５４９ ０ ３２１ ０ ４６７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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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策参与 ５４９ ０ ５７４ ０ ４９５ ０ １

政策投入 ５４９ ０ ３１５ ０ ４６５ ０ １

政策变迁 ５４９ ０ １１１ ０ ３１５ ０ １

福利削减 ５４９ ０ １３８ ０ ３４６ ０ １

福利维持 ５４９ ０ ４３４ ０ ４９６ ０ １

福利增加 ５４９ ０ ４２８ ０ ４９５ ０ １

政策态度 ５４９ ０ ４２８ ０ ４９５ ０ １

政治态度 ５４９ ０ ２６ ０ ４３９ ０ １

政治参与 ５４９ ０ ３１１ ０ ４６４ ０ １

非美国 ５４９ ０ ４７４ ０ ５ ０ １

美国 ５４９ ０ ５２６ ０ ５ ０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元回归技术
本研究将使用９个调节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元回归分析以解释大众反馈效应

量的变异性。在分析之前，本文先对１１０项研究的统计结果进行异质性检验，
使用Ｑ检验和Ｉ２检验（Ｈｉｇｇｉｎｓ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２），发现不同研究的效应量之
间存在显著异质性（Ｑ ＝ ５００１８ ９３；ｐ ＜ ０ ００１；Ｉ２ ＝ ９８ ９％）。因此，下一步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元回归分析。随机效应模型不仅可以处理效应量间的异质
性，还能将估计结果推广到其他研究，从而增强研究的外部效度（Ｒｉｎｇｑｕｉｓｔ，
２０１３）。此外，为了增强分析的稳健性，本研究还采取聚类－稳健方差估计
（ＣＲＶＥ），减少收敛问题的影响，并有效处理观测值间非独立性（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０；
Ｚｏｒｎ，２００６）。同时，本研究还检验了９个调节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仅福利增加
与再分配型政策、政策态度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相关性略高（ｒ ＞ ０ ５），但是方差
膨胀因子（ＶＩＦ）的范围在１ １１ ～ １ ７６之间，平均ＶＩＦ为１ ５８，这表明多重共
线性并不构成严重问题。

四、元分析结果

总体平均效应值（ＭＥＳ ＝ ０ ０１６，ｐ ＜ ０ ００１）表明，大众反馈效应得到了实证
支持。为进一步分析不同调节因素的影响，表２展示了采用聚类－稳健方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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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机效应元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１）至模型（４）依次引入政策类型、
分析角度、福利状态、关注议题和国家等不同变量组。结果表明，分析角度和福
利状态对大众反馈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而政策类型、关注议题和国家的影响并未
得到支持。在政策类型方面，相比于分配型和建构型政策，管制型政策（Ｃｏｅｆ ＝
０ ０１８，ｐ ＝ ０ ５１０）和再分配型政策（Ｃｏｅｆ ＝ － ０ ００２，ｐ ＝ ０ ９１５）的反馈效应没
有显著差异。进一步估计不同政策类型的平均效应量显示，除管制型政策外
（ＭＥＳ ＝ ０ ００３，ｐ ＝ ０ ５５１），再分配型政策（ＭＥＳ ＝ ０ ０１２，ｐ ＝ ０ ０００）、分配型政
策和建构型政策（ＭＥＳ ＝ ０ ０３０，ｐ ＝ ０ ０００）的平均效应量均显著为正。

表２　 ＣＲＶＥ随机效应元回归结果

变量名 模型（１）
ＲＥ

模型（２）
ＲＥ

模型（３）
ＲＥ

模型（４）
ＲＥ

管制型政策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８

再分配型政策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２

政策参与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２

政策变迁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４

福利削减 － ０ ０７６ － ０ ０６９

福利增加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１９

政策态度 ０ ００９

政治参与 － ０ ００４

非美国 ０ ００９

常数项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Ｒ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４ ０ １０２ ０ １１０

观测值 ５４９ ５４９ ５４９ ５４９

注：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ｏｂｕｓ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ＶＥ）。括号内数字为稳健聚类标准误，聚类在每
项研究上。、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双尾）。
限于篇幅，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分析角度方面，政策参与（Ｃｏｅｆ ＝ ０ ０４２，ｐ ＝ ０ ０２８）和政策变迁
（Ｃｏｅｆ ＝ ０ ０３４，ｐ ＝ ０ ０７１）相比于政策投入能引发更显著的反馈效应，这凸显
出直接政策参与和剧烈政策变迁对民众态度与行为变化的重要影响。此外，子
样本分析结果显示，政策投入的平均效应量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ＭＥＳ ＝
０ ００８，ｐ ＝ ０ ２４３），政策变迁的平均效应量（ＭＥＳ ＝ ０ ０１２，ｐ ＝ ０ ０００）显著
为正且大于政策参与（ＭＥＳ ＝ ０ ０２７，ｐ ＝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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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利状态方面，相比福利维持，福利削减的影响显著为负（Ｃｏｅｆ ＝ － ０ ０６９，
ｐ ＝ ０ ０６５），但福利增加的影响不显著（Ｃｏｅｆ ＝ － ０ ０１９，ｐ ＝ ０ ４２４）。这表明福利
削减的反馈效应更为显著，也支持了福利削减相比福利增加的非对称效应。进
一步估计三类福利状态的平均效应量发现，福利维持（ＭＥＳ ＝ ０ ０２７，ｐ ＝
０ ０００）和福利增加（ＭＥＳ ＝ ０ ０２３，ｐ ＝ ０ ０００）形成了正效应，而福利削减则
形成了负效应（ＭＥＳ ＝ － ０ ０２５，ｐ ＝ ０ ０００）。因此，平均效应量估计也支持了
“负向偏误”的心理效应会使得福利削减引发相对更强烈的反馈效应。

在关注议题方面，关注政策态度的研究（Ｃｏｅｆ ＝ ０ ００９，ｐ ＝ ０ ３９４）、关注
政治参与的研究（Ｃｏｅｆ ＝ － ０ ００４，ｐ ＝ ０ ７８９）与关注政治态度的研究的效应
量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差异。进一步，子样本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反馈会引起民
众政策态度（ＭＥＳ ＝ － ０ ０２６，ｐ ＝ ０ ０００）与政治态度（ＭＥＳ ＝ － ０ ０２２，ｐ ＝
０ ０００）的变化，但并未改变民众的政治行为（ＭＥＳ ＝ － ０ ００３，ｐ ＝ ０ ３５６）。

在国家方面，基于美国和非美国背景的反馈效应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Ｃｏｅｆ ＝ ０ ００９，ｐ ＝ ０ ３９６）。但是，平均效应量估计表明，大众反馈效应在美
国（ＭＥＳ ＝ ０ ０１２，ｐ ＝ ０ ０００）和非美国（ＭＥＳ ＝ － ０ ０２０，ｐ ＝ ０ ０００）的政策
情境中均得到支持。

五、讨论与结论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政策反馈理论为理解政策的政治效应提供了合适的理
论框架。上文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众反馈效应广泛存在，政策会通过信号传
递和资源分配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与行为。而且，分析角度和福利状态是影响
大众反馈效应的关键因素。这为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关于政策类
型，与理论预期相悖，分配型政策和建构型政策的平均效应量显著高于管制型
政策和再分配型政策。这一现象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研究对象的选择效应。
学者倾向于选择能够向民众发送强烈政策信号或者分配充足政策资源的政策场
景。例如，就业援助政策（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９）和女性警局（Ｃｏｒｄｏｖａ ＆ Ｋｒａｓ，
２０２２）等。二是管制型政策和再分配型政策并非总能产生大众反馈效应，特别
是在福利政策领域。依据福利资格受益范围和要求，福利政策可划分为三类：
选择型政策、缴费型政策和普遍型政策。通常，普遍型政策更受欢迎，而缴费
型政策次之，选择型政策最容易引发争议（Ｈｅｄｅｇａａｒｄ，２０１４）。因而，未来研
究需要深入探讨不同类型政策的反馈效应以及福利政策设计的影响。

其次，从分析角度来看，政策参与、政策投入和政策变迁为探究大众反馈效
应提供了切入视角。早期研究常通过比较宏观上政策投入差异和微观上政策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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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来识别大众反馈效应，但这类研究会面临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
未来研究可采用基于因果推断的实验或准实验设计来精准识别政策变迁的反馈效
应。这既有助于推动大众反馈研究方法进步，从而发现政策影响政治的因果关
系，也有助于拓展政策反馈研究的实践场景，启发学者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政
策现象。在实证方面，研究者可以将政策参与和政策投入作为调节变量或控制
变量纳入分析模型，从而准确识别出客观层面政策反馈效应的形成机制。

再次，从个体福利状态来看，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福利削减相比福利增加
的非对称影响。元分析结果支持了基于“负向偏误”的推断，即损失厌恶心理
会诱发更强烈的反馈效应。然而，目前探讨福利削减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占
比１１ ８２％，效应量占比１３ ８４％）。表３呈现了纳入分析范围的１３项相关研
究。下一步应借鉴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例如框架
效应、锚定效应、示范效应和沉默成本效应等，深入剖析大众反馈效应的内在
发生机制。

表３　 福利削减研究
序号 作者 年份 政策 国家 自变量
１ Ｄａｖｉｓ ２０２１ 刑事司法政策 美国 刑事司法接触
２ Ｆｅｒｖｅｒｓ ２０１９ “哈茨方案”改革 德国 受改革影响
３ Ｈｅｒｔｅｌ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２０１８ 削减公共部门工会法 美国 受改革影响
４ Ｈｏｂｂｓ ＆ Ｈｏｐｋｉｎｓ ２０２１ 平价医疗法案 美国 未参保
５ Ｈｏｓｅｋ ２０１９ 平价医疗法案 美国 失去参保资格
６ Ｊａｃｏｂ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平价医疗法案 美国 失去参保资格
７ Ｊａｃｏｂｓ ＆ Ｍｅｔｔｌｅｒ ２０１８ 平价医疗法案 美国 失去参保资格
８ Ｌａｒｓｅｎ ２０１８ 福利削减改革 丹麦 受改革影响
９ Ｍａｌｔｂｙ ＆ Ｋｒｅｉｔｚｅｒ ２０２３ 刑事司法政策 美国 刑事司法接触
１０ Ｍｅｔ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平价医疗法案 美国 政策威胁
１１ Ｓｕｚｕｋｉ ２０２０ 政府支出 ＯＥＣＤ 削减福利支出
１２ Ｗｅａｖｅｒ ＆ Ｌ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０ 刑事司法政策 美国 刑事司法接触
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最低生活保障 中国 失去福利资格
注：限于篇幅，未详细说明变量的测量方式，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然后，就关注议题而言，本研究回应了先前大众反馈研究中的“态度与行为”
争议。虽然Ｌａｒｓｅｎ （２０１９）认为反馈效应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更明显，但是，本
研究结果发现，关注政治参与的结果与政策态度和政治态度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８３·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４·３



子样本分析亦表明政治参与的平均效应量更小。本文对于大众反馈效应在不同关
注议题上差异的解读可能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原因有二。第一，从行为约束视
角来看，政治行为变化相比态度变化会受到更多内外部资源条件限制。第二，
本研究依据ＰＲＩＳＭＡ原则，收集了更新且更全面的分析数据。与Ｌａｒｓｅｎ收集的
６５项研究相比，本文整合了截至２０２３年１月的１１０项研究和５４９个效应量，并
运用聚类－稳健方差估计的随机效应元回归模型得到分析结果。

最后，未来研究应继续探讨不同国家的大众反馈效应。尽管政策反馈理论
在早期更多地聚焦于美国情境，但是元分析结果表明，目前美国和非美国背景
对大众反馈效应没有显著影响。平均效应量分析同样支持了大众反馈效应在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存在。虽然近年来学界对非美国政策实践的关注逐渐增
加，如对中国、巴西和非洲国家的研究（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ＭａｃＬｅａｎ，２０１１），
但是针对非美国背景的研究仍停留在识别大众反馈效应阶段，尚未深入讨论不
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环境情境对政策反馈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在诸多政策领域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如“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鼓励生育”“网格化管理”“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热线”
“一网通办”“秒批制度”“双减政策”和“双碳政策”等。这些政策举措不仅
重新定位了社会经济中的利益关系，还引发了政治环境的显著变化，产生了既
有预期之内也有意料之外的政治影响。然而，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情境中大众反
馈现象关注不足，如表４所示，目前仅有９项英文文献和３项中文文献。

表４　 基于中国情境的大众反馈研究
序号 作者 年份 政策 自变量

１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失业保险政策 自动化替代风险，人均失业保险
和人均养老保险支出

２ Ｇｕｏ ＆ Ｔｉｎｇ ２０１５ 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社会保险覆盖程度
３ Ｇ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数字化发展政策 感知因素和政策因素
４ 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社会医疗保险 保险覆盖范围和慷慨程度

５ 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现金转移、社会援助、就业促
进、居民消费券等

户籍状况，社会保障参保，
ＣＯＶＩＤ１９冲击程度

６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１ 医闹入刑 住院（１ ／ ０） ２０１６年（１ ／ ０）

７ Ｉｍ ＆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６
养老金、教育补贴、医疗保险
和最低生活保障 个体经历

８ Ｌü ２０１４ 取消学杂费 政策实施时间（１ ／ ０）政策实
施区域（１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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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年份 政策 自变量
９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最低生活保障 福利变动
１０ 郭磊 ２０１８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

１１ 郭磊、胡晓蒙２０１９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实
际缴费率

１２ 王培杰等 ２０２２ 独生子女政策 政策设计严格度
注：限于篇幅，作者未详细说明变量的测量方式，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

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中国特殊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体制背景下，研究改革与发展政策的反馈效

应，对于发展理论和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政策反馈研究可以加深决
策者对政策在短期与长期、预期与非预期、政治与社会以及局部与整体等多方
面影响的理解，帮助他们更精准地评估特定政策措施如何塑造公众的政治态度
和行为，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和政策制定。其次，通过将政
策反馈纳入决策过程，决策者能够识别并改进政策设计中的潜在缺陷，确保政
策在实现既定目标的同时，尽量减少不良的社会与政治后果。这种方法也有助
于促进基于数据和实证的“循证决策”，将政策制定建立在对现实社会情况的科
学分析基础上。最后，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政策不仅反映了政府的
行动意图和方向，也影响了公众的心理预期和行为模式。通过系统地分析政策
如何影响人们的信任水平、价值观和参与行为，可以更好地理解政策与公众反
馈之间的动态互动。这种研究有助于揭示政治稳定性和社会和谐的内在机制，
从而为制定更为有效和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通过探究中国
特定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下的政治心理和行为模式，可以发展政治心理学和行
为政治学相关理论，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为相关国际研究前沿提
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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